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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湖湘理学群体起于嘉道，盛于咸同，衰于光绪，是在湖湘理学士人交互往来的基础上形成的

一个独特的联结体，主要代表人物有唐鉴、陶澍、贺长龄、贺熙龄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郭嵩焘、罗

泽南、刘蓉等。他们虽然有官位高低、名声大小、学问浅深之不同，但是治学内容与风格、政治价值选

择、人际交往圈都具有相同的一面。这一群体深受湖湘文化“重义理、尚经世”[1]传统的影响，将内圣与

外王紧密结合起来，既注重心性修养，又强调躬行实践，把义理经世作为救时的良方加以提倡并身体

力行，并最终演化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主要学术特色。在湖湘理学士人看来，理学从来不是纯思辨

的产物，理学家作为儒家精神的继承者，既然身在秩序之中，便有使此秩序越来越合理的责任，而不可

能止于“内圣”。所以只要致力于圣学，必及于政治。这是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的群体立场。如果在承

平年代，秉承湖湘思维方式的理学士人往往并无用武之地，而晚清内忧外患局势的加剧，却为他们发

挥经世才干、实践政治理想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[2]。

对于晚清湖湘理学群体，王尔敏曾经作过一段精辟的论述：“清代中叶道咸之际，外患内忧，历年

频仍，自为丧乱动荡时期。但亦足锻炼人才，陶铸英豪，使一代俊杰脱颖而出。当时膺此世运者，适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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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军将帅最为显著，人才联翩而起，勋誉遍及全国，疆吏辈出，分据要津，棨戟纷陈，冠盖相望。可以一

见一代盛况。……虽然，世人所见，多在于后世之观成，而忽略创建之艰难。”[1]事实上，后人忽视的不

仅仅是湘军初建时的晚清湖湘理学群体，更易被略过不提的是湖湘理学群体最初的集结过程[2]。不阐

明这一过程，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是他们在内忧外患的晚清崛起，而不是其它群体担当了这一角

色。而采取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，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湖湘理学士人的日常人生经历和交往过程上，

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过程。

一、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

在晚清湖湘理学士人中，唐鉴、陶澍、贺长龄、贺熙龄等为前辈，鼎盛时期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

翼、郭嵩焘、罗泽南、刘蓉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影响。他们多有就读或执教岳麓书院、城南书院的

经历，或为师生、或为同学、或为姻亲，彼此关系密切，志向相投。在湖湘学风的影响下，他们普遍热衷

于经世之学。随着时势的日益紧张，他们之间已不再局限于谈经论史，而渐渐趋于谈论时事实务。《南

京条约》签订后，刘蓉在覆曾国藩的信中，即有“和议之成，令人愤悒”之句，希望曾国藩“蕴蓄经纶，以

需时用”[3]。而此时，中国大部分的士人尚没有充分意识到世界局势的变化，“和议之后，都门仍复恬

嬉，大有雨过忘雷之意。海疆之事，转喉触讳，绝口不提，即茶坊酒肆之中，亦大书‘免谈时事’四字，俨

有诗书偶语之禁”[4]。

1850年，咸丰帝即位。登位伊始，即诏谕科道九卿等有言事之责者，就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据实陈

奏。此时，已担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以为国家振兴有望，于是上《应诏陈言疏》，大谈用人的重要

性。对于此疏，湖湘士绅争相传诵。刘蓉则以为此疏言犹未尽，没有落实到实处，于是致信曾国藩，

称：“大疏所陈，动观至计，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、不敢言者；然言之而未见其效，遂足以塞大臣之责

乎？国是未见其益，而闻望因以日隆，度贤者之心不能不歉然于怀也。”[5]好友的来书无疑对曾国藩起

了极大的鞭策作用。再加上此时内忧外患日益严重，洪秀全的起义军势如破竹。所有这一切，都迫使

曾国藩甘冒风险再度上疏。于是，曾氏仿照乾隆初年孙嘉淦的《三习一弊疏》，呈上《敬呈圣德三端预

防流弊疏》，批评咸丰帝苛于小节，疏于大计，刚愎自用，饰非拒谏，尤其对其求言以来的表现，提出了

较为尖锐的批评。比诸《应诏陈言疏》的语气温和，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》的言辞十分激切。对

此，曾国藩自己也非常清楚，在给友人江忠源的信中写道：“四月又条陈一疏，以圣德咸美而预防其蔽，

大致似孙文定《三习一弊》疏。第孙托空言，而仆则指实，太伤激切，盖嫉时太甚，忘其语之憨直。”[6]所

以曾国藩上疏之后亦忧亦喜，忧的是可能因此召来不测之祸，喜的是自己终于可以将一众友人的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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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上达朝廷。

从曾国藩与众友人的书信往来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曾国藩上疏不是个人的孤立行动，而是在一部

分志同道合的朋友支持和推动下采取的。他们彼此之间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，常常互通声气，商议如

何能够抓住“得君行道”的机会。这些支持者的绝大多数，后来都成为湘军集团的骨干成员。所以这

件事在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他们在前期采取的第一

个比较大的政治行动。它所反映的不只是曾国藩个人的要求和政治意图，而是一个团体的意志。因

为他们事先通声息，事后作通报，互相鼓动，串联一气，虽然尚且没有像湘军成立以后那样成形，但是

的确已经在曾国藩周围形成一个小群体，而曾国藩俨然这个小群体的领袖。在致罗泽南的信中，曾国

藩这样写道：“今录往一通，阁下详览而辱教之。山中故人如刘孟容、郭筠仙昆季、江岷樵、彭筱房、朱

尧阶、欧晓岑诸君，不妨一一寄示。道国藩忝窃高位，不敢脂韦取容，以重负故人之期望者，此疏其发

端也。”[1]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他们怎样全力以赴，希望把握住咸丰下诏求言的机会，革新政局。

毫无疑问，曾国藩上这样的奏折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。所以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：“折子初上之

时，余意恐犯不测之威，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。”[2]这绝不是曾国藩杞人忧天。奏折送上之后，咸丰

帝披阅未毕，即“捽其折于地，立召见军机大臣，欲罪之”[3]，只是由于祁寯藻、季芝昌等大臣为曾国藩苦

苦求情，曾氏才免于获罪。这件事大概曾国藩很快就从房师季芝昌那里了解到咸丰帝对他“优诏褒

答”的真相。从此，曾国藩再也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。因为，他发现不顾个人安危地上疏言事，并不

能为挽救统治秩序提供什么帮助。可以说，这次行动对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发展道路的选择影响很

大。上疏失败，使他们认识到依靠旧有的体制已经无法挽回统治秩序的衰颓，而随后的形势发展又为

他们提供了一个另起炉灶的机会。

二、湘军网络的最初形成

1852年秋，起于广西金田的太平军，兵锋指向湖南，给晚清湖湘理学士人集结成团提供了一个有

利的契机。

在风声鹤唳之中，郭嵩焘举族避难，与同样率族人避难的左宗棠相遇于湘阴县城东几十里外的玉

池山。郭、左二人虽早已相识，但都颇以才情自负，互不相下，所以此前并无太多来往。而此时，二人

比邻而居，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局，话题由眼前的战事说到人物、吏治，几乎无一不谈。对经世之学致力

已久的左宗棠发现，自己眼中只知道调弄词藻的郭嵩焘对时局的认识也是颇有见地的[4]。

山居的日子没过多久，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来请左宗棠出山。张亮基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事

而被咸丰帝从云南调到湖南的，对于战事，他一筹莫展，十分希望有才干的能人相助。于是，时任贵州

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向张亮基急荐左宗棠，称左宗棠“胸罗地图兵法、本朝宪章，切实讲求，精通时务”[5]。

接到张亮基的邀请，左宗棠颇为犹豫，因为他对张亮基并不了解，不知道入幕以后能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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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有出山经世之意，但是担心被讥评为虚伪与不孝，有损自己理学后起之秀的名声。于是在接到诏

书的次日，曾国藩就草就辞疏，准备托张亮基向咸丰帝代奏。正在此时，郭嵩焘受张亮基之托，星夜赶

往曾家，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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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地方实权，这当然离不开胡林翼的鼎力支持。据曾国藩身边的朱孔彰记述：“江南大营复陷……左

公宗棠闻而叹曰：‘天意其有转机乎？’或问其故，曰：‘江南大营将蹇兵罢，万不足资以讨贼，得此一洗

荡，而后来者可以措手。’又问谁可当之，胡公林翼曰：‘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，天下不足平也。”[1]可

见，对于曾国藩就任江督一事，曾、胡、左等人曾有过一番精心谋划。

不仅如此，如果没有胡林翼的苦心护持，也没有湘军网络最后一位领袖左宗棠的崛起。早在湘军

建立之前，左宗棠因胡林翼之荐，已经被湖南巡抚张亮基延入幕中执掌军机，一举筹划了长沙保卫战

的胜利。后来，左宗棠因樊燮案几乎丧命，幸得胡林翼、郭嵩焘全力搭救。1860年，左宗棠被清廷赏

以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。但是左宗棠恃才傲物，经常讥刺曾国藩“于兵事终鲜悟处”[2]。因此，虽

然曾国藩赏识左宗棠的才干，但是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。胡林翼洞悉曾、左私衷，便恳切地劝说曾

国藩：“季高谋人忠，用情挚而专一，其性情偏激处，如朝有争臣，室有烈妇。平时当小拂意，临危难乃

知其可靠。”[3]在胡林翼的调解下，曾国藩只好暂留左宗棠襄办军务。不过，曾左两人在事业上虽然能

够彼此合作，但是相处得并不融洽。于是，曾国藩干脆顺水推舟，奏请将左之襄办升为帮办乃至浙江

巡抚，使左宗棠终于如愿以偿，独当一面。

可见，在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经营湘军事业的过程中，矛盾冲突始终一直存在，若无共同的政治理

想为基础，早已分崩离析。据载，曾国藩死后，左宗棠所送挽联称：“谋国之忠，知人之明，自愧不如元

辅；同心若金，攻错若石，相期无负平生。”[4]既不避讳两人之间的矛盾，更表明了二人共同的理想与追

求。在给儿子的家信中，左宗棠也写道：“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，非争权竞势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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